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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汉书》以汉德为尚之叙事手法
———以《史记》《汉书》异同为讨论中心

潘铭基

（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语言及文学系，香港特别行政区 ９９９０７７）

摘　 要： 《汉书》继《史记》而作，以为汉绍尧运，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 班固作为汉臣，以后汉臣子的身份编撰

前汉的历史，殊不简单。 以《史记》与《汉书》所载异同为讨论中心，从“述而不作”的叙事传统、歌颂汉德的叙事手

法、互见之例以见褒贬忌讳三个方面，阐述分析《汉书》以汉德为尚的叙事原则，认为以汉德为尚乃是《汉书》全书的

指导思想，但在歌颂汉德之余，《汉书》仍不失史书褒贬美刺的传统。
关键词： 《史记》；《汉书》；叙事；互见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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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书》纪录西汉之事，继《史记》而作，以为汉

得天统，故得代秦而立。 班固以后汉臣子的身份撰

写前史，袭取《史记》之余又作补充，难度甚大。 崇

尚汉德是《汉书》作者编撰全书的重要思想。 史书

以能做到褒贬美刺的效果为佳，因此《汉书》在歌颂

汉德之余，褒贬美刺仍在其中。 本篇之撰，比较《史
记》与《汉书》的互见文献，论其同异，并从叙事传

统、叙事手法等方面分析《汉书》以汉德为尚的叙事

原则。

　 　 一、述而不作的叙事传统

孔子云：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

彭。” ［１］此言阐述而不创作，以相信的态度喜爱古代文

化，孔子以为这是自己可与老彭相比之处。 皇侃《论
语义疏》以为“述者，传于旧章也；作者，新制礼乐

也” ［２］。 皇疏乃言述者在于传授旧事，而作者则在于

崭新制作。 在《墨子·非儒》引儒者所言里，也有“君
子循而不作” ［３］之句。 《说文解字·辵部》云：“述，循
也。” ［４］是“述”与“循”二字于义无别。 李零指出“述
而不作”四字只是“继承延续，不创造发明。 今人所谓

‘发明’，古人叫‘作’” ［５］，此说可商而未可尽信。 其

实，任何程度的承续旧事，不可能只是照本宣科，而是

必然有一定程度的创造，增添了继承者的己意。 李泽

厚说：“任何‘述’中都有‘作’，孔子以‘仁’解‘礼’，
便是‘作’。” ［６］李说是矣。 例言之，今天所见古代典

籍众多，何以要特别指定袭取某典籍某段落？ 背后在

“述”以外，必然有“作”的成分在其中。 又如集句诗，
诗人摘取来自不同诗作的诗句形成一首新的诗作，诗
句皆其来有自，无疑是“述”。 然而，述后产生了新的

诗意，这便是“作”了。 如王安石《梅花》云：“白玉堂

前一树梅，为谁零落为谁开。 惟有春风最相惜，一年

一度一归来。” ［７］ 此中首句出自唐代诗人蒋维翰《春
女怨》，第二句出自唐代诗人严恽《落花》，第三句出

自唐代诗人杨巨源《和练秀才杨柳》，末句出自宋代诗

人詹茂光妻《寄远》。 集句一方面可见诗人学富五车，
见识甚广；一方面四诗各有本意，而集句诗则又翻出

新意，“述”中有“作”。
“述”中有“作”，唐宋类书引用旧典亦然。 例言

之，唐人魏征奉太宗李世民之命，编撰《群书治要》
一书。 全书五十卷，援引了经史子三部合共六十六

种典籍。 至其引用原则，据清人王念孙考证，乃是只

删而不增原有文字。 据此，其述旧之意昭然若揭。
观乎此书之名，题为“群书治要”，便知其书乃是从

旧典里辑取与治国大道相关的段落，合为一书。 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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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群书治要》卷三十七引用了《庄子》之文，却
只引用了《庄子》外篇之《胠箧》 《天地》 《天道》 《知
北游》，以及属于杂篇之《徐无鬼》，不及庄子道论之

余，在《天道》所引文字，或非出自庄周学派之手。
前人于此讨论极多，或谓属儒家、法家等，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 因《治要》所关注仅为引文与治国之相

关度，是否属于该书之中心思想，并不重要。 方勇

云：“在《胠箧》等五篇中，有不少文字是论述‘无为

而治’的思想。 魏征等认为这部分文字对治理国家

有帮助，就把它们节选出来，使之成了《庄子治要》
的主体。” ［８］１５５又云：“就整部《庄子》来看，其所包含

的‘无为’思想是具有多层意义的。 大致来说，内篇

所说的‘无为’，即是超然于现实之外的逍遥无为；
而外篇、杂篇所谓的‘无为’，却已转向现实政治关

怀，即属于《汉书·艺文志》所说的‘君人南面之

术’。 我们从《庄子治要》中可以清楚看到，魏征等

人节选《庄子》的文字，完全是从现实关怀出发，所
以他们抛弃了最能代表庄周本人思想的内篇，而对

外篇、杂篇中的有关文字却给予了充分重视，但对于

其中那些不合于‘君人南面之术’的句子仍要予以

删削。” ［８］１５６二文所论皆是，可见《治要》采录《庄子》
文字时之重心。 准此，《群书治要》引述旧籍文字，
却赋予了引用者的新义，“述”中有“作”，正是一例。

即使遍观全书，显为撰作，作者亦谦不敢当，司
马迁《史记》便见如此情况。 《史记·太史公自序》
载有上大夫壶遂与司马迁的讨论，壶遂询问司马迁

“孔子何为而作《春秋》”，用“作”以论《春秋》之编

撰。 然后，司马迁详论孔子编撰《春秋》之因由，乃
是在于拨乱反正，作为量度世间万事万物的标准。
壶遂复言，以为孔子之时政治黑暗，不受重用，“故
作《春秋》”，但司马迁生于汉武盛世，何以仍要撰写

《史记》。 壶遂将司马迁《史记》，与孔子撰《春秋》
相提并论，并就二人的撰述之意作比较，司马迁回应

如下：“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
君比之于《春秋》，谬矣。” ［９］３２９９ － ３３００司马迁清楚地指

出己作不过是述说故事，将古代帝王、诸侯以及英雄

豪杰的家世、事迹加以排列，使之系统化。 壶遂将之

与孔子作《春秋》相比较，司马迁以此为荒谬。 其

实，质诸《太史公自序》前文，司马谈之遗训即尝提

及“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

至今则之”，而司马迁对于父亲所言，也是“小子不

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 ［９］３２９５。 可见司马

迁本承父命继孔子作《春秋》而成新者，及至与壶遂

讨论则又不敢高攀《春秋》，谦厚敦和。
司马迁指出古代贤圣皆多发愤为文，成就不朽巨

著，包括西伯、孔子、屈原、左丘明、孙子、吕不韦、韩
非、《诗》之作者群等。 《史记·太史公自序》补充，
“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

者” ［９］３３００。 据司马迁说，他们的著述都是“述往事”。
如果“述”就是继承延续，用这个角度来重新审视《周
易》《春秋》《国语》等，我们的认知或许大有不同。 除

了分析前作以外，司马迁也特别指出《史记》乃是“卒
述陶唐以来，至于麟止，自黄帝始” ［９］３３００。 陶唐即尧

帝，这里说明了《史记》载事之断限，始自传说时代的

帝尧，直至汉武帝获麟而停笔。 司马迁特别用了“述”
字，显然跟“作”有所抗衡。

较诸前代典籍，《汉书》更重视“述”。 《汉书》
之末篇为《叙传》，其作用类似《史记·太史公自

序》，撰作目的主要可分为三：一是历叙班氏先祖；
二是班彪、班固父子之生平；三是说明全书各篇述作

之由。 以下就纪、表、志、传各选一篇之相关文字，并
取《史记·太史公自序》之文字作一比较，则《汉书》
重述之意可见：

《史记·太史公自序》：“汉既初兴，继
嗣不明，迎王践祚，天下归心；蠲除肉刑，开
通关梁，广恩博施，厥称太宗。 作《孝文本

纪》第十。” ［９］３３０３

《汉书·叙传》：“太宗穆穆，允恭玄

默，化民以躬，帅下以德。 农不供贡，罪不

收孥，宫不新馆，陵不崇墓。 我德如风，民

应如草，国富刑清，登我汉道。 述《文纪》
第四。” ［１０］４２３７

《史记·太史公自序》：“汉兴已来，至
于太初百年，诸侯废立分削，谱纪不明，有

司靡踵，强弱之原云以世。 作《汉兴已来

诸侯年表》第五。” ［９］３３０４

《汉书·叙传》：“太祖元勋，启立辅

臣，支庶藩屏，侯王并尊。 述《诸侯王表》
第二。” ［１０］４２４０

《史记·太史公自序》：“维币之行，以通

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兹殖，争于机利，去本

趋末。 作《平准书》以观事变，第八。”［９］３３０６

《汉书·叙传》：“厥初生民，食货惟

先。 割制庐井，定尔土田，什一供贡，下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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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尊。 商以足用，茂迁有无，货自龟贝，至

此五铢。 扬搉古今，监世盈虚。 述《食货

志》第四。” ［１０］４２４２

《史记·太史公自序》：“直曲塞，广河

南，破祁连，通西国，靡北胡。 作《卫将军

骠骑列传》第五十一。” ［９］３３１７

《汉书·叙传》：“长平桓桓，上将之

元，薄伐猃允，恢我朔边，戎车七征，冲輣闲

闲，合围单于，北登阗颜。 票骑冠军，猋勇

纷纭，长驱六举，电击雷震，饮马翰海，封狼

居山，西规大河，列郡祁连。 述《卫青霍去

病传》第二十五。” ［１０］４２５４

以上四篇，《史记》和《汉书》的内文虽然不是完全相

同，但也差异不大。 有趣的是，文字差异不大的文

章，司马迁和班固在介绍各篇撰作原因之时，却大相

径庭。 即使在此处不去仔细考证马、班的叙述文字，
而各篇的末句，或言“作”某篇，或言“述”某篇，此正

反映了《汉书》特重“述而不作”的传统。 朴宰雨《史
记汉书比较研究》尝以表格形式，讨论《史》 《汉》各
篇的异同，在《文帝纪》之下，朴氏云：

《汉书·文帝纪》基本上袭用《史记·
孝文本纪》，加上多少删略、改写，多加增

补而成。 其篇名“文帝”即“孝文皇帝”之

略称，是用谥号。
删略部分中，除收帑诸相坐律令事与除

肉刑事，移入于《汉书·刑法志》；《遣灌婴击

匈奴诏》，移入于《匈奴传》；景帝《议定孝文

帝庙乐诏》及其议论，移入于《景帝纪》。
增录元年《议振贷诏》《养老诏》、二年

《劝农诏》、十二年《劝农诏》与《置三老孝

悌力田常员诏》、十三年《耕桑诏》、十五年

《举贤良诏》、后元年《求言诏》等诏八条。
文帝四年、五年、七年至十二年、后三年至

五年，《史记》记事都缺，而《汉书》依年月

各增写一些零碎的纲目性史事。
《汉书》将《史记》后六年写文帝敦朴之

风与德化之治部分，移写为《文帝纪赞》。
因此，《汉书》赞语虽袭用《史记》篇末

部分，但不袭用其“太史公曰”。
总之，《汉书·文帝纪》 基本上袭用

《史记·孝文本纪》，但有删有增有移，变

化较多。［１１］８０ － ８１

诚如朴氏所言，《汉书·文帝纪》基本上取用

《史记》相关文字，所补充者则属《史记·孝文本纪》
缺文。 此外，赵翼《廿二史札记》云：“今以《汉书》各
传与《史记》比对，多有《史记》所无而《汉书》增载

者，皆系经世有用之文，则不得以繁冗议之也。” ［１２］

此言是矣。 《汉书》补充文章奏疏，既可足传主之生

平，亦可明前汉之国策。 《汉书·文帝纪》所补之奏

疏正属后者。 由是观之，两篇文字终究相去不远，然
《史记·太史公自序》谓“作《孝文本纪》第十”，而
《汉书·叙传》谓“述《文纪》第四”，是《汉书》之撰

史精神重在“述而不作”矣。
《汉书》之于《史记》，更多的是“述”《史记》，或

述《史记》所记史事，而非改写《史记》，更非重写前

汉历史。 因此，在下文讨论《汉书》如何歌颂汉德以

前，我们必须了解《汉书》是怎样袭取了早被视为

“谤书”的《史记》。 《汉书》 “述而不作”的谨慎态

度，客观记载了与《史记》相同的汉史，侧面认同了

不少司马迁对西汉历史的看法。
“太史公曰”改为“赞曰”，改易主观的抒发史家

个人所见所感，而题为“赞曰”，更见客观。 纯为用词

上的改变。 例言之，《史记》与《汉书》有关卫青、霍去

病之“太史公曰”与“赞曰”，可排比对读如下：
太史公曰：苏建语余曰：“吾尝责大将

军至尊重，而天下之贤大夫毋称焉，愿将军

观古名将所招选择贤者，勉之哉。 大将军

谢曰：‘自魏其、武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

齿。 彼亲附士大夫，招贤绌不肖者，人主之

柄也。 人臣奉法遵职而已，何与招士！’”
骠骑亦放此意，其为将如此［９］２９４６。

赞曰：苏建尝说责“大将军至尊重，而

天下之贤士大夫无称焉，愿将军观古名将

所招选者，勉之哉！”青谢曰：“自魏其、武

安之厚宾客，天子常切齿，彼亲待士大夫，
招贤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 人臣奉法遵

职而已，何与招士！”票骑亦方此意，为将

如此［１０］２４９３。
史书篇末之议论当由撰史者亲自为之，就上文所见，
班固《汉书》“赞曰”亦袭取司马迁《史记》 “太史公

曰”关于卫青、霍去病之总评，述而不作。 然而，苏
建（苏武之父）与司马迁时代相若，故言“语余”；而
班固已是后汉人，苏建自不可能“语余”，故《汉书》
改为“苏建尝说责”云云，《汉书》袭取《史记》对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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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霍去病之评语，可见两书对二人评价无异。 准此

而论，《汉书》取用《史记》篇章颇多，如两书对某人

评价无异，则其“太史公曰”与“赞曰”亦几乎不作改

易。 反之，如两书对某人评价有别，则“赞曰”便当

重写其文。 因此，在“述而不作”的叙事方式下，是
否与《史记》之文相同，即可见《汉书》之用心。

　 　 二、歌颂汉德的叙事手法

尊汉是《汉书》编撰的唯一目的。 班氏父子批

评《史记》未能歌颂汉德，且详于前代史事而忽略汉

史。 《汉书·司马迁传》： “司马迁据 《左氏》 《国

语》，采《世本》 《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

事，讫于（大）〔天〕汉。 其言秦汉，详矣。” ［１０］２７３７这里

指出了《史记》史事的资料来源，以及《史记》载事下

限。 《史记》乃纪传体通史，其书载录了始自轩辕黄

帝，下至汉武帝天汉年间的史事。 此中各段时期记

载史事的文献依据，包括了春秋时期的《春秋》 《左
传》，战国时期的《战国策》，秦亡以至刘邦得天下时

期的《楚汉春秋》等。
在《汉书·叙传》 里，班固以为： “唐虞三代，

《诗》《书》所及，世有典籍，故虽尧舜之盛，必有典谟

之篇，然后扬名于后世，冠德于百王，故曰‘巍巍乎

其有成功，焕乎其有文章也！’汉绍尧运，以建帝业，
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

末，厕于秦、项之列。 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

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

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
经》， 上 下 洽 通， 为 春 秋 考 纪、 表、 志、 传， 凡 百

篇。” ［１０］４２３５这里表明汉代继承帝尧之德，必须有人

利用文字将汉之盛德传之后世。 班固指出，《诗》
《书》记载了尧舜盛世，而司马迁编撰《史记》却无法

记录前汉一代之盛，只有汉室前六世君主的事迹得

以载录。 另一方面，通史体的《史记》也使汉代无可

避免地置于全书的最末。 所谓“编于百王之末，厕
于秦、项之列”，将伟大的汉代位次百王之末位，只
与暴秦、西楚霸王项羽相若，未免委屈。 因此，班固

才要另撰新著，改通史为断代史，作一部歌颂汉室的

断代史书。 在《汉书》里，班氏父子可以集中篇幅，
极言汉德。 王明通《汉书义法》以为《汉书》“全书实

在扬汉之功德，欲媲美唐虞三代” ［１３］３３。
司马迁撰史重在探讨天意、人事之间，何者为

重，所谓 “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 成一家之

言” ［１０］２７３５。 班固《汉书》未有极言此天人之论，只言

其书“探纂前记，缀辑所闻” ［１０］４２３５，以颂汉德。 惟就

《高帝纪》所见，既言高祖有帝皇之相，终践天子之

位；及其晚年，尝为流矢所伤，复以为“命乃在天，虽
扁鹊何益” ［１０］７９，然后不使治病。 可见高祖虽贵为九

五之尊，却仍以为死生有命，命乃在天，强调天命不

可违。
又《汉书·高帝纪》 赞语，几乎未有因袭 《史

记·高祖本纪》 “太史公曰”。 惟其中仅四字相同，
即“得天统矣” ［１０］８２是也。 准此，班固虽非全计史迁

所论，但以为高祖得天命，代秦而兴，灭羽而立，二人

持见盖亦同矣。
秦末，各地豪杰纷纷起义，最后刘邦得以一统天

下，开汉世四百年之基业。 秦亡以后，天下主为刘

邦、项羽之争，但史载项羽“力能扛鼎” ［９］２９６，徒具力

气而已。 反之，高祖则深具帝皇之相，所谓“盖世必

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 ［９］３０５０，信哉其言也。
《高帝纪》谓高祖“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

二黑子” ［１０］２，只“龙颜”二字便见其天子之相。 又高

祖之生，乃刘媪“梦与神遇”，与商代始祖契、周代始

祖后稷之出生相类，皆是异于常人，与众不同。
又高祖尝夜行，醉斩白蛇，后见一老妇夜哭，史

载该老妇仿若神人，并谓“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
当道，今者赤帝子斩之，故哭” ［１０］７，将高祖形象神

化，用以号召群众。 斩白帝子事后，“诸从者日益畏

之” ［１０］７，正见此事之功效。
又从秦始皇、吕后、范增等人口中，极言高祖头

上有“天子气” ［１０］８，２４，置高祖为神人，高祖心自喜

之，而“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 ［１０］８。 总之，
此等神怪之事，皆帝皇之征，汉时去古未远，倘能借

神力而增强号召力，从之者必众；从者既众矣，而可

得天下者，殆必然矣。 总言之，《汉书·高帝纪》赞

语谓“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
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 ［１０］８２，《叙传》复言“皇
矣汉祖，纂尧之绪，实天生德，聪明神武” ［１０］４２３６，皆
强调汉之能够得天下，乃属上天旨意，毋庸置疑。

《汉书》叙写项羽与王莽，亦可见其以汉德为

尚。 《史记》置项羽于本纪，以为当时“政由羽出，号
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 ［９］３３８ － ３３９。 因

项羽领导群雄，政令出自项氏，因此其霸王之位虽然

只有数年，但也是当世罕见，故司马迁置项羽于本

纪。 此外，本纪旨在纪年，在秦亡而汉高祖刘邦未一

统天下前，如不为项羽立本纪，则有数年之史事，无
从系年。 此亦司马迁立项羽于本纪的另一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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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书》则不然。 刘成项败，《汉书》虽有及于亡秦群

雄，但在体例上明言“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

诛” ［１０］４２３５，因此“本纪”之部已无载录项羽的必要。
刘邦于公元前 ２０６ 年攻进咸阳，秦亡，《史记》有《秦
楚之际月表》，表里有九栏，依次为秦、楚、项、赵、
齐、汉、燕、魏、韩，显为秦末各路诸侯。 《汉书》叙事

尊汉，记秦楚之际事则立《异姓诸侯王表》，服膺“起
元高祖”之大原则，表里各栏依次为汉、楚、赵、齐、
雍、塞、翟、燕、魏、韩。 其实，项羽封刘邦为汉王，都
南郑，而《汉书·异姓诸侯王表》反先列汉，后方及

楚，则《汉书》尊汉之用意皎然。 此乃叙事以汉为本

之一例。
叙写王莽，同样可见《汉书》尊汉之叙事法则。

汉家姓刘，王莽姓王，其篡汉代表着前汉已亡。 但

《汉书》既言“终于孝平王莽之诛” ［１０］４２３５，则是其叙

事兼及王莽矣。 本纪意在编年，此前文已述。 在

《汉书·王莽传》里，显见编年意味在其中。 《王莽

传（中）》载云：“始建国元年正月朔，莽帅公侯卿士

奉皇 太 后 玺 韨， 上 太 皇 太 后， 顺 符 命， 去 汉 号

焉。” ［１０］４０９９王莽篡汉，年号改为始建国，去除汉号，
则是前汉已告结束。 何以《汉书》接续载以王莽新

朝？ 又，《汉书·王莽传（中）》与《王莽传（下）》两

篇，仍按本纪编年之叙写方法，可是《汉书》不置王

莽于本纪，仅将“余分闰位” ［１０］４１９４者置于列传之末，
此《春秋》褒贬之义也。 刘咸炘云：“莽固据位十五

年，十五年事不可无纲纪，故其文仍兼用纪体，牵连

外戚，置之于末，使居东西二京之间，明为其一代事

当为纪，而书体不可纪，乃纪其实而传其名，此正孟

坚斟酌精惬之处。” ［１４］２２９刘氏所言是也。 王莽篡汉，
而《汉书》仍当行纪年之事，故叙写其事，但不置其

于本纪，盖此为《汉书》尊汉之大原则。
事情如有损汉室声威，《汉书》或不详细纪录。

例如在汉高祖七年（前 ２００）冬十月，刘邦亲自领兵

在铜鞮（今山西省沁县南）攻打韩王信，并且杀死了

韩王信的部将。 后来，韩王信逃跑至匈奴，其部将曼

丘臣、王黄共同拥立了从前赵国的后代赵利为王，又
收集了韩王信逃散的士兵，与匈奴联手对抗汉军。
高祖刘邦从晋阳（今山西省太原市）连续作战，乘胜

追击，到达楼烦（今山西省西北部）。 此时碰巧天气

严寒，十分之二三的士兵被冻掉了手指。 刘邦军队

于是退到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受到匈奴围困。
七天后，汉军采用了陈平的秘计得以撤出。 至于陈

平究竟使用了什么秘计， 《汉书》 并不具录。 《汉

书·高帝纪》云：“遂至平城，为匈奴所围，七日，用
陈平秘计得出。” ［１０］６３ 《汉书·陈平传》则云：“至平

城，为匈奴围，七日不得食。 高帝用平奇计，使单于

阏氏解，围以得开。 高帝既出， 其计秘， 世莫得

闻。” ［１０］２０４５同样没有揭开秘计的面纱。 《汉书》正文

虽没有明言陈平的秘计，但颜师古援引应劭曰：“陈
平使画工图美女，间遣人遗阏氏，云汉有美女如此，
今皇帝困厄，欲献之。 阏氏畏其夺己宠，因谓单于

曰：‘汉天子亦有神灵，得其土地，非能有也。’于是

匈奴开其一角，得突出。”又引郑氏曰：“以计鄙陋，
故秘不传。” ［１０］６３应劭说明了陈平秘计，原来乃是使

画工制作汉美女图，使人游说阏氏，谓单于如得汉

地，汉人美女便成囊中物，而阏氏之地位或许不保。
如此计谋，并非正道直行，不能彰显大汉之风，故
《汉书》回护之，但谓为“秘计”而不及详情。

　 　 三、互见之例以见褒贬忌讳

班固《汉书》 凡百篇，自汉武帝以前多本 《史

记》。 王利器云：“马迁之史，下迄汉武，班固之书，
上起汉高，凡此高、惠、文、景、武五朝之史事，皆龙门

之所网罗，而兰台之所取资也。” ［１５］１１３朴宰雨《史记

汉书比较研究》详细列举《汉书》因袭《史记》篇章，
计有六十一篇。 刘咸炘《汉书知意》云：“通古、断
代，体裁不同，班虽用马文，而自成其为班书，犹之裁

冕服以为深衣也。” ［１４］１７３可见即使袭取《史记》，《汉
书》之叙事依然自成一体，与《史记》有所不同。 吕

祖谦《西汉精华》云：“班固以汉人作汉史，大抵用微

婉之法，既所载系兴亡成败大节，事不美者，互见他

传。” ［１６］因此，即为一人之事，如不利于汉室，《汉

书》以尊汉为本，唯将事之不美者载于他传，欲得一

人事迹之全貌，只得遍观全书所载而后得之。
班氏编纂《汉书》，出于对《史记》之不满，以为

《史记》将汉室置于百王之末。 但在两书大量互见

篇章之下，或同或异，有见《史》《汉》对史事之褒贬。
举例而言，《史记》《汉书》同写汉文帝，《史记·孝文

本纪》称赞其“除肉刑” ［９］４２８，《汉书·文帝纪》基本

上袭取《史记》之文，所补充者则属《史记·孝文本

纪》缺文。 但《汉书·刑法志》则指出文帝“外有轻

刑之名，内实杀人” ［１０］１０９９。 《汉书》不单不就文景之

治加以歌颂，更揭露文帝之施政轻用刑罚。 朱东润

云：“史传有了互见之例，不但重复可以避免，而且

可以示褒贬，明忌讳，但是必待研讨全书而后才能看

到事实的真相，倘使仅读本传，那么不但不能得到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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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甚至所得的印像 （象）， 止会是朦胧而不确

实。” ［１７］又说：“《史记》写作的特长，在于运用互见

之例，常能使读者对于当前的人物，从不同的方面，
加以认识。 这一特点，在《汉书》里是保留下来的，
有时在运用上使人感觉到比《史记》更大胆，更灵

活，因为班固所触及的人物，常常是几乎已经论定

的，但是他提出其他的事实，我们不能不重加考

虑。” ［１８］朱说是也。 利用史传互见之法，结合本纪与

各篇所记，读之便能更为立体地了解汉文帝之为人。
然在本纪之中，《汉书》主力歌颂文帝，在《刑法志》
则可见文帝的另一面，此正是以互见之法以见褒贬

之一例。
叙写汉景帝，同样可见《汉书》采用互见之法。

《史记·孝景本纪》属《史记》十篇亡篇之一，故《汉
书》记汉景帝，不得不另作新篇。 朴宰雨云：“《汉
书·景帝纪》基本上可谓班固重新写作。” ［１１］８１ 《汉
书·景帝纪》“赞曰”：

孔子称“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

也”，信哉！ 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奸宄

不胜。 汉兴，扫除烦苛，与民休息。 至于孝

文，加之以恭俭，孝景遵业，五六十载之间，
至于移风易俗，黎民醇厚。 周云成康，汉言

文景，美矣！［１０］１５３

《汉书》于此援引孔子所说，以为当时的老百姓，经
夏、商、周三代淳一教化，故能够直道而行事。 班固

以为孔子所言可信。 秦的弊端，乃在法网严密而律

令苛峻，但违法作乱之事依然不可胜数。 及至汉朝

兴起，扫除烦苛，与民休养生息。 到了汉文帝在位之

时，加之以恭俭，而汉景帝遵循父业而不变，使汉代

在五六十年之间达至移风易俗、百姓淳厚的境地。
周代有成康盛世，汉代则称道文景，同样是美好的盛

世。 在赞语里，难以洞察《汉书》对汉景帝的真实评

价。 此因景帝的优点，仅仅在于遵循父业。 可是，我
们在整篇《景帝纪》，也没有看到对汉景帝的批评。
王明通云：“统赞文景，但称遵业，而略其恶，此乃隐

约其言以见意者也。” ［１３］３６ 汉景帝的恶行，在 《汉

书·景帝纪》并不载录，但观乎另外三篇《汉书》文
字，即可见之，此三事分别为：为太子时以棋盘击杀

吴王太子；即位后将老师石奋调官；吴楚七国之乱时

以晁错之命抵祸，《汉书》皆直书而不隐。
景帝为太子时以棋盘击杀吴王太子事，见《汉

书·吴王濞传》：“孝文时，吴太子入见，得侍皇太子

饮博。 吴太子师傅皆楚人，轻悍，又素骄。 博争道，

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吴太子，杀之。” ［１０］１９０４汉景帝

刘启于公元前 １５７ 年即位，当时 ３１ 岁。 刘启于公元

前 １８０ 年得立为太子，当时只有 ８ 岁。 究竟“引博局

提吴太子”之事发生在什么年份，史无明文，但刘启

为人之凶残却由此可见。 《汉书》具载此事，但不在

《景帝纪》里，需互见《吴王濞传》才可得知。
即位后将老师石奋调官之事，见《汉书·石奋

传》。 石奋本为太子太傅，教育后来即位的汉景帝

刘启。 此篇云：“及孝景即位，以奋为九卿。 迫近，
惮之，徙奋为诸侯相。” ［１０］２１９３ － ２１９４此可见在景帝即位

以后，石奋虽然曾经官至九卿，但在朝廷中，时常近

在皇帝身边，景帝不堪其拘谨，于是将石奋调任为诸

侯相。 大抵“迫近”是小事，但景帝有点害怕老师，
故只能将其调离京畿中心之地。 汉景帝之忘恩负

义，不报师恩，此可考见。 同样，《汉书》亦不载此在

本纪之中，只见于他篇文字。
吴楚七国之乱时以晁错之命抵祸之事，见《汉

书·晁错传》，其曰：“吴楚七国俱反，以诛错为名。
上与 错 议 出 军 事， 错 欲 令 上 自 将 兵， 而 身 居

守。” ［１０］２３００ － ２３０１此言吴楚七国以诛杀晁错为名起事，
后汉景帝与晁错讨论如何出兵平定叛乱，晁错希望

景帝能够亲自率兵出征，而自己留守京师。 接着，
《晁错传》云：

后十余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欧劾

奏错曰：“吴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庙，天下所

当共诛。 今御史大夫错议曰：‘兵数百万，
独属群臣，不可信，陛下不如自出临兵，使错

居守。 徐、僮之旁吴所未下者可以予吴。’
错不称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

邑予吴，亡臣子礼，大逆无道。 错当要斩，父
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巿。 臣请论如法。”
制曰：“可。”错殊不知。 乃使中尉召错，绐

载行市。 错衣朝衣斩东市。［１０］２３０２

晁错原为太子家令，在景帝仍是太子之时已经陪伴

在侧，出谋献计，号为“智囊”。 面对地方诸侯势力

过于强大的问题，晁错远承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

力”的政策，提出了“削藩”之计，意在协助汉室排难

解忧。 可惜的是，到了前元三年（前 １５４）吴楚七国

起兵，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汉景帝不但没有采

用晁错提出御驾亲征的建议，最后更听从袁盎等议，
以晁错作为代罪羔羊而处死。 当时，丞相、中尉、廷
尉等皆弹劾晁错，上奏以为吴王反叛大逆不道，妄图

倾覆宗庙，天下人当共诛之。 而晁错却指出将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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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交给臣下统领，乃不可信任，当请景帝本人亲率

士兵到临前线，自己则留守京师。 至于徐县、僮县等

吴军尚未攻下的地方，则可以留给吴。 群臣以为晁

错不称颂皇帝的信义，企图使景帝与满朝文武百官

疏远，又企图将城邑予以吴国，不遵臣子之礼，属大

逆不道。 臣子们以为晁错罪当腰斩，其父母妻子兄

弟姐妹无论老小都应该斩首示众。 群臣乃请景帝依

法论罪。 景帝听从之，批示为可。 到了这个阶段，晁
错仍然全不知情。 接着，派中尉召来晁错，骗他一起

乘车去巡视市集。 就这样，晁错穿着朝服在上朝的

途中被押往东市处以腰斩。 可见，晁错不但没有抗

辩的机会，甚至连知悉因何事而受罚的机会也没有。
晁错在景帝身边侍奉多年，景帝的冷酷无情却至于

此，怎不教人心寒！ 《汉书·景帝纪》有载此事，但
甚简略，如下：

吴王濞、胶西王卬、楚王戊、赵王遂、济
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皆举兵

反。 大赦天下。 遣太尉亚夫、大将军窦婴

将兵 击 之。 斩 御 史 大 夫 晁 错 以 谢 七

国。［１０］１４２

本纪里只言七国起兵作乱，而景帝大赦天下，复以周

亚夫、窦婴等领军抗击之，最后处斩御史大夫晁错以

安抚作乱的七国。 这也是利用互见之法，以见汉景

帝之不美。 钱穆《秦汉史》云：“景帝虽遵业，慈祥之

性，不能如其父。” ［１９］钱说诚是。 景帝不单不如父亲

慈祥之性，甚至是带点残酷不仁。
又，徐复观云：“《史记·孝景本纪》的全文不可

见，但由保存下来的赞，与《汉书·景帝纪》的赞，两
相比较，史公与班氏两人对景帝的观点，并不相同，
但班氏下笔是相当技巧的。” ［２０］４９７“班氏对景帝的称

颂，也止用‘遵业’两字，则他仍未跳出史公所作批

评的范围。 但他不提七国之变，即是不打景帝的痛

脚，而转一个弯，把汉的文景，比之周的成康，这便把

景帝的地位提得很高了。” ［２０］４９７徐氏所言甚有道理。
两两相较，可知班固《汉书》对汉景帝真实的看法。
由是观之，所谓互见之法有二：一是《史记》与《汉
书》互见；二是在《汉书》里的各篇互见，合而观之，
方知《汉书》叙事之法。

又如《汉书·景十三王传》，揭露汉代宗室之荒

淫无度。 所谓“景十三王”，指汉景帝之十三个儿

子。 景帝有十四男，其中汉武帝后来继位，自有

“纪”，因此不在此篇。 《史记》将十三位诸侯王以母

亲为中心，划分为五部分，置于世家。 《史记·五宗

世家》云：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为王，而母五人，

同母者为宗亲。 栗姬子曰荣、德、阏于。 程

姬子曰馀、非、端。 贾夫人子曰彭祖、胜。
唐姬子曰发。 王夫人儿姁子曰越、寄、乘、
舜。［９］２０９３

同母便是一宗，《史记》以此叙写景帝十三男之

行谊。 就《史记》所见，除河间献王刘德“好儒学”以
外，其余诸侯王皆生活糜烂，穷奢极侈，荒淫无度。
《汉书》所载亦本诸《史记》。 《汉书·景十三王传》
总写诸王云：“汉兴，至于孝平，诸侯王以百数，率在

骄淫失道。” ［１０］２４３６ 直接指出诸王不法，而朝廷亦不

过问，如胶西于王端犯法杀人；而常山宪王舜“骄
淫，数犯禁” ［１０］２４３４，其太子勃“私奸”“入狱视囚”“天
子遣大行骞验问，逮诸证者，王又匿之。 吏求捕，勃
使人致击笞掠，擅出汉所疑囚” ［１０］２４３４。 惟天子亦

“常宽之” ［１０］２４３６及“不忍致诛” ［１０］２４３４。 此如胶西于

王端犯法杀人，而“汉公卿数请诛端，天子弗忍，而
端所为滋甚” ［１０］２４１８，朝廷对诸侯王的宽仁政策，致
其气焰日盛［２１］。 其言江都王即使恶贯满盈，死有余

辜，亦长期逍遥法外。 其死为干犯朝廷无法忍受之

谋反罪，与其暴殄人命无关［２２］。 此可见诸侯王得朝

廷容忍而日渐猖狂犯禁。
整篇《汉书·景十三王传》乃从不同角度批判

汉景帝的十三个儿子，其中包括后宫乱政、只顾私

利、垄断财富、贪敛无度等。 先论后宫乱政。 广川王

去的王后昭信为人奸险，心狠手辣，诬告广川王去的

宠妃望卿与画工及郎吏有私情。 广川王去信以为

真，与昭信及诸姬到望卿住处， “裸其身， 更击

之” ［１０］２４２９，并命诸姬以烧红的铁灼烫望卿。 望卿投

井自尽后，昭信竟把她从井捞出，将木桩钉入其阴，
割去鼻唇，断掉舌头，支解后取来桃木灰毒药一起烹

煮，还杀了她的妹妹都，凶残至极。 后来，刘去数次

召姬荣爱饮酒，昭信又诬告她有私情。 刘去再次信

以为真， 于是 “缚系柱， 烧刀灼溃两目， 生割两

股” ［１０］２４３０，将溶了的铅灌入其口中。 凡刘去所喜爱

的他姬，昭信都加以诬陷杀害，前后共有十四人，皆
埋在太后居住的长寿宫。 自此宫人惧怕，“莫敢复

迕” ［１０］２４３０。 后来，昭信更胡诌“淫乱难禁” ［１０］２４３１，唆
使刘去“闭诸姬舍门，无令出敖” ［１０］２４３１。 后来，广川

王刘去与王后昭信的恶行被揭发，至宣帝本始三年

（前 ７１）遭逮捕。 天子终“不忍致王于法” ［１０］２４３２，官
员遂更议“请废勿王，与妻子徙上庸” ［１０］２４３２，还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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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沐邑百户” ［１０］２４３２。 最后，刘去在途中自杀，昭信

则被弃市。 可见，后宫教唆诸侯王犯法，为害不浅。
《汉书》毫无忌讳地细细道来，并无维护汉室之举。

在班固笔下，《汉书·景十三王传》所载诸侯

王，大多是只顾私利，不理政事。 如中山靖王刘胜，
“为人乐酒好内” ［１０］２４２５，尝言：“王者当日听音乐，御
声色。” ［１０］２４２６赵王彭祖更尝直接批评刘胜，以为其

“但 淫 奢， 不 佐 天 子 拊 循 百 姓， 何 以 称 为 藩

臣” ［１０］２４２６。 此前，班固在同篇详述刘胜如何在汉武

帝面前诉苦，担心遭受谗言攻击，令“宗室摈却，骨
肉冰释” ［１０］２４２５。 但刘胜不过是刻意铺陈言辞而已，
旨在控诉官吏如何侵犯诸侯，使皇帝“省有司所奏

诸侯事” ［１０］２４２５。 班固既写中山靖王刘胜如何在皇

帝面前装作忠臣，大谈亲情，却又极写其淫奢，讽刺

辛辣，足以突显刘胜个性虚伪，只顾私利。 其余诸侯

王如 鲁 恭 王 刘 余， 亦 只 是 “ 好 治 宫 室 苑 囿 狗

马” ［１０］２４１３，于民生毫无建树。 又如胶西于王刘端因

“数犯法” ［１０］２４１８，而为汉室惩治，及后心中恼怒，竟
不再省视资财，任由“府库坏漏，尽腐财物，以巨万

计” ［１０］２４１８。 然而，府库的财物亦来自民脂民膏，关
系民生。 胶西于王刘端因私事而荒废公事，足见其

只顾私利。 诸王徒顾私利，甚至无视亲情。 如赏山

宪王刘舜患重病时，“太子勃不自尝药，又不宿留侍

疾” ［１０］２４３４，到宪王死后六日，太子刘勃即“私奸、饮
酒、博戏、击筑，与女子载驰，环城过市，入狱视

囚” ［１０］２４３４，不但有违礼教，更足见刘勃对父亲毫无

顾念之情。
诸侯王大多富甲一方，垄断天下财富。 例如赵王

彭祖派遣使节“即县为贾人榷会” ［１０］２４２０，赵王的收入

竟多于国家的租税。 班固以此揭发诸王垄断财富，与
民争利。 安王刘光晚年贪啬，“唯恐不足于财” ［１０］２４１３。
班固以此暗示诸王只知搜刮民利，没有藏富于民。 总

之，《汉书》在编撰史事之时，与《史记·五宗世家》同
样批评荒淫无度的同姓诸侯王，做到了“不虚美，不隐

恶” ［１０］２７３８，与《史记》并无二致。

　 　 四、结束语

本文讨论了《汉书》以汉德为尚的叙事手法，并
援引《史记》与《汉书》之文为例。 全篇可总之如下：

述而不作的叙事传统。 自孔子提出了“述而不

作”的说法后，文人雅士亦以此为叙事之一法，史家

自不例外，更视此为撰史之重要原则。 在此原则之

下，相较之《史记》 与《汉书》，可见后者更加重视

“述”之叙事传统。 《汉书》继《史记》而撰，全书取

用《史记》篇章颇多，如马、班二人对某人某事评价

无异，《汉书》几乎不改易《史记》之文。 反之，如评

价有别，《汉书》自当另著文字。 因此，在“述而不

作”的叙事方式下，《汉书》之持见如何，即反映在与

《史记》文字是否相同上。
歌颂汉德的叙事手法。 作为以汉人撰汉史的著

作，班氏父子批评《史记》未能歌颂汉德，且详于前

代史事而略汉史。 在《汉书》里，则一切以汉室为

本，以歌颂汉德为尚。 全书起于汉高祖，终于王莽之

诛，文中以《汉书》之叙写汉高祖刘邦、西楚霸王项

羽、陈平、王莽等为例，以证其歌颂汉德的叙事手法。
利用互见之例以见对人事之褒贬忌讳。 朱东润

以为《史记》的特长在于运用互见之例，而《汉书》不
但将此保留了下来，而且在运用上比《史记》更大

胆、更灵活。 所谓互见之法，大抵有两大类别：一是

《史记》与《汉书》互见；二是在《汉书》里的各篇互

见，合而观之，方知《汉书》叙事法则。 上文援引汉

文帝、汉景帝，以至《景十三王传》所载同姓诸侯王

为例，以见必须《史记》与《汉书》对读，或在《汉书》
各篇里寻觅某人之记载，如此方得见《汉书》叙事之

匠心独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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